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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态综合补偿是指以“地区（县级政府代表）”

为实施主体，以提高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和生态补偿资

金使用的整体效益为目标，有权整合转移支付、横向

补偿和市场化补偿等渠道资金，创新生态补偿资金使

用方式，实现环境与发展的综合举措。2019 年 11 月 15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生态综合补偿试点方案》，要

求在安徽、福建、江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西

藏、甘肃、青海共 10 个省份 50 个县（市、区）推广

试点生态综合补偿，表明生态补偿资金综合使用在国

家政策层面趋于制度化。

生态综合补偿关注的重点从补偿资金的来源转向

补偿资金使用的效果，这需要适宜的财政制度支持，

其中转移支付是影响生态补偿的主要变量。不仅影响

生态补偿资金的来源，且转移支付的制度约束、功能

定位和理念转变都可能影响着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效

果。然而，法学领域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研究成果并不

多，研究的焦点在为转移支付资金来源提供法律依

据，如提出了利益平衡和维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优先

等转移支付理念 [1]，注重构建横向生态补偿转移支付

法律制度 [2] 等，还鲜有从法治视角来探讨促进使用绩

效提升的生态综合补偿转移支付制度的相关研究。随

着财政改革的相继推进和生态补偿制度逐步深化，这

一制度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难题。本文立

足于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转移支付法制研究，一是

基于生态综合补偿在贫困地区已经试行近 5 年的现实

基础；二是契合生态补偿法制化和《中国农村扶贫开

发纲要（2011—2020）》第 47 条要求扶贫法制化的政

策要求；三是运用法治思维进行生态补偿扶贫理性设

计，为“相对贫困”“生态返贫”“欠发达地区”治理

提炼经验。

1 从破题到建制：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转移支

付法制演变

中国贫困地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最初源于天然林

保护工程、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政策。如当时林区

就业岗位严重不足，贫困弱势群体较大，天然林保护工

程缓解了林区经济危机、资源危困局面，被誉为林区的

“救命工程”a。至今为止，20 余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扶贫、环境保护等政策规定了贫困地区生态补偿转移

支付，中央和地方相关立法也对此进行了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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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贫困地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立法的产生与发展

中央层面，贫困地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最早的立

法是《天然林保护工程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1998 年），配合国家实施重点地区天然林保护工程

出台，确认了贫困地区生态补偿资金中央和地方财政

来源及使用情况。应该说，早期的生态补偿立法还未

专门规定贫困地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贫困地区只是

一般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最广泛对象。因为我国《国

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共涉及的 592 个贫困县（包括

县级行政单位，县、区、旗、县级市、自治县，下

文统称为“贫困县”）中，中西部地区占 52%，其中

80% 以上地处生态脆弱区。2005 年全国绝对贫困人口

2365 万，其中 95% 以上分布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

老少边穷地区 [3]。因此，最初的贫困地区生态补偿转

移支付更多呈现为一种现实状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打响，贫困因素开

始成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立法的权重系数。《2016 年

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开始明确

规定对贫困地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倾斜，要求转移支

付资金“综合考虑生态指标、财力水平、贫困状况等

情况对补助县市实施分档分类的补助机制，在补助力

度上体现差异，支持生态环境保护和脱贫攻坚”。此

后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修改的中央对地方重点

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都以贫困情况作为重点补助

考虑因素。2016 年《中央对地方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

付办法》2017 年、2019 年修改、2016 年《林业改革

发展资金管理办法》2020 年修改、2018 年《林业生

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2020 年修改为《林业草

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等都对贫困地区生

态补偿转移支付做出了特别规定。

地方层面，一些省（区、市）也相继开展了对贫

困地区的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立法工作。目前，北京、

重庆、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

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甘肃

等 17 省份出台了贫困地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相关地方

法规。各地立法和规范不一，主要涵盖三方面。一是

向贫困地区倾斜生态补偿资金逐渐成为生态补偿立法

的基本原则，如 2018 年《江西省流域生态补偿办法》、

2015 年《福建省重点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办法》等明确

“责任共担，区别对待”原则，资金分配上照顾贫困地

区；二是特别明确贫困地区的补偿权重，如《江西省

流域生态补偿办法》规定，流域生态补偿资金二次分

配中“《江西省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

中明确的 25 个连片特困地区的补偿系数为 1.5，其他

县（市、区）的补偿系数为 1”；三是贫困地区生态补

偿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开始与生态扶贫、生态产业联系

起来，如 2019 年《无锡市生态补偿条例》规定生态补

偿资金应当“提高从事生态保护工作的贫困人口收入”，

《江西省流域生态补偿办法》规定分配到各县（市、区）

的流域生态补偿资金由各县（市、区）政府统筹安排，

主要用于生态保护、生态扶贫和改善民生等。

1.2 贫困地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立法的特点

第一，贫困地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立法建立在公

平正义理念和精准扶贫理论基础之上。法律以追求公

平为首要价值目标，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建立是“环

境公平”理念的具体化 [4]。对贫困地区倾斜生态补偿

主要为保障贫困地区公平的发展权，是对贫困地区长

期作为“生态保障”“资源储备”和“风景建设”角

色负担的认可 [5]。转移支付这项政策工具又以公平正

义为内在价值追求。融合生态补偿、扶贫和转移支付

三要素的贫困地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立法完完全全承

继了公平正义的理念。同时，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

态补偿、中央对地方资源枯竭城市生态补偿以及森林

生态补偿等方面立法注重精准到贫困人口，选聘建档

立卡贫困人员为生态护林员，表明贫困地区生态补偿

转移支付立法也遵循精准扶贫的理论。

第二，贫困地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法规的主要内

容是引导贫困地区走“绿色发展”“绿色减贫”道路。

通过转移支付生态补偿，一方面承认贫困地区在生态

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或牺牲；另一方面通过资金

激励让贫困地区认识到绿水青山的重要价值，避免为

了完成脱贫任务而牺牲生态环境的做法。实践表明，

生态补偿资金助推贫困地区绿色发展有明显成效，制

定绿色发展规划已经成为许多贫困地区政府的常态，

多省（区、市）制定了“十三五”时期生态补偿脱贫

实施方案，实践绿色减贫之路。

第三，贫困地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立法开始体现

资金综合统筹使用思想。如《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管理

办法》统筹规定了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用于森林资源

管护、森林资源培育、生态保护体系建设、国有林场

改革、林业产业发展等支出方向的专项资金。《林业

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农业资源及生态

保护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也对相关专项转移支付进

行了整合。从 2011 年开始《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

能区转移支付办法》允许生态补偿资金可以综合用于

环境保护和治理、基本公共服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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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缺陷与不足：中国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转移
支付立法评析

2.1 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转移支付立法存在的问题

但现有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立法在促进贫困地区生

态综合补偿方面尚有不足，如贫困地区利益未充分表

达、贫困地区覆盖面不全，忽视贫困地区的自主性，

整体性监督考核机制不健全等等，具体表现为：

2.1.1 贫困地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法内容的科学性和

合理性不足，限制了贫困地区利益的充分表达

贫困地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法内容的科学性和合

理性与贫困地区利益的充分表达两者关系密切。利益

制约影响着法律，而法律一旦形成对利益具有能动的

反作用，可能促进利益的实现，也可能阻碍利益的实

现，取决于法律自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6]。然而现阶

段，贫困地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法律地位不明，权

利、义务不清；贫困地区生态产品的价值没有清晰

界定，以致现行立法对贫困地区倾斜生态补偿标准模

糊，补贴数额不确定不能充分补偿。此外，生态移民

也被排除在了贫困地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法律框架之

外。“十三五”期间，中国贫困人口中还有近 20% 需

通过异地搬迁来实现脱贫 a，其中部分生态移民之后

似乎有更好的资源可以利用，但实际上许多移民村移

民可利用的农业资源并没有因搬迁而增加，甚至可能

减少，这些移民又因此陷入了贫困 [7]。由此可见，生

态补偿领域并不是所有贫困地区的利益都能得以表

达，生态移民为生态保护做出了重大贡献，理应纳入

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框架内。

2.1.2 现行立法忽视了贫困地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接受主

体的自主权，影响贫困地区绿色发展、绿色减贫的效率

贫困地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主要涉及支付主体和

接受主体两方面，支付主体是生态受益者（包括中央

政府、省级政府和横向生态补偿地方政府），接受主

体是生态建设牺牲者（贫困地区）。贫困地区生态补

偿转移支付中，无论是支付主体还是接受主体，都

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现行贫困地区生态补

偿转移支付立法更多停留在了资金的供给层面，实现

了支付主体的意愿表达，呈现的是“输血式”生态补

偿。生态补偿转移支付领域的中央集权在很大程度上

剥夺了贫困地区参与自身生态扶贫发展的决策机会，

影响贫困地区绿色发展、绿色减贫的效率。

2.1.3 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转移支付资金计算标准

模糊，分散性的资金来源渠道以及功能性监督考核机

制影响整体性生态效益

现阶段，中央对贫困地区倾斜生态补偿计算标准

模糊，只笼统规定向贫困地区或欠发达地区倾斜。资

金主要来源于重点生态功能区和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

付资金、林业改革发展资金、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

金、农业资源保护资金这五类，涉及财政、林草、农

业、扶贫等多部门，资金来源分散，难以形成资金合

力。与资金来源分散相对性的就是功能性的考核评价

机制，各部门按照各自项目目标进行考核，相互之间

没有形成有机衔接，不利于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影响

区域性整体生态效益。

2.2 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转移支付立法问题的原因分析

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转移支付不是单纯财政经

济问题，而是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因素的综合系

统。某一法制的建设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政治的力

量，也与利益的清晰分辨、制度的传承以及时事变迁密

切相关。因此，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转移支付立法不

周密的原因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寻找。

2.2.1 扶贫政治思维淡化了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转

移支付法律制度的属性

脱贫解困的政治任务导向，是生态补偿转移支付

资金向贫困地区倾斜的重要动因。20 世纪 80 年代，

贫困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线。1987 年

《我们共同的未来》就明确指出：“贫穷是全球环境问

题的主要原因和后果 [8]”。国内，由于贫困地区特殊的

地理环境，初期生态补偿与扶贫相伴而生，贫困农户

对于补偿标准的制定往往缺乏话语权。党的十八大以

来，脱贫攻坚战打响，贫困缓解考量开始渗透至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生态补偿转移支付领域也开始强化

脱贫解困的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生态

补偿脱贫一批”，补偿资金向贫困地区倾斜，显著改

善了生态补偿与扶贫的关系。

贫困地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中明确的政治任务导

向，往往使人忽视了从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制度本身来

探寻有利于贫困缓解的规则设计。现阶段，贫困地区

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立法更多体现了一种政治权力的思

维，将缓解贫困和生态保护的政治目的通过法律这一特

殊的形式予以确认与维护。贫困地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

a  “十三五”期间，中国还有 5600 多万贫困人口脱贫的任务，其中有近 1000 万的贫困人口需要通过异地搬迁来实现脱贫。参见王晓毅
等 . 生态移民与精准扶贫——宁夏的实践与经验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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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受制于权力，思维就有边界。列宁曾指出：“法律

是一种政治措施 [9]”。政治权力的运行有规范调整和个

别调整，不似法律那样通过明确的权利义务规范来调

整社会关系。由此，受政治思维制约的贫困地区生态

补偿转移支付权力的行使范围往往不确定，运行状态

也不规范。诸多研究表明，生态补偿财政绩效不显著，

原因多在于缺乏激励机制的安排与制度创新 a。因此，

要实现有效的规范化的贫困地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还

需从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制度本身来进行法制构建。

2.2.2 不同利益诉求造就了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转

移支付制度约束

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转移支付涉及多方利益主

体，主要包括中央政府、中央部委、省级政府、贫困

地区政府。不同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基于可持续

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目标和长远目标考虑，中

央政府对于贫困地区的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兼具通过提升

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实现绿色减贫目的，但生态保护应

该是主要的；受到生态文明建设考核和区域经济竞争的

双重压力，省级政府在追求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的同

时，也追求平衡区域内各市县各产业经济高质量的发

展；对于各政府部门而言，由于追求政绩等原因，有很

强的激励扩大本部门的生态支出，但也有很强的激励

附加下级政府获得生态补偿资金的配套条件或考核条

件；贫困县政府追求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也追

求提高财政水平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缓解贫困。

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利益平衡的目标，各地区生态

资源禀赋的差异，要求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结构上以一

般转移支付为主、其他（专项或横向）转移支付为

辅，但央地利益目标的差异又迫使中央政府更多地采

取专项转移支付。中央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过程中，地

方政府（省级政府和贫困县政府）既是中央政策的执

行者，又是地方利益的代言人，这一双重身份的消极

后果是当其代表的两种利益发生冲突时，地方政府

很难做出利益选择，后果可能是大量的生态建设面子

工程和政绩工程。有学者认为，这种后果的根源在

于“中央政府忽视了地方政府的利益需求，没有认识

到地方政府追求地方经济利益最大化属性 [10]”，然而，

就长久不衰的生态补偿专项转移支付现象来看，中央

政府恰恰是意识到了地方政府不同利益诉求的特性，

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的“特定目的”将地方政府限定在

“责任主体”位置，减少利益冲突带来的不利后果。

即使是作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

付，考虑到省级政府和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市、

区）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央政府也附加了诸多条件，

防止省级政府出现明显的“挤出效应”。

2.2.3 行政放权的非制度化影响贫困地区生态补偿转

移支付整体性效益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按照中央转移支付目标支出

生态补偿财政资金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权力，如

在支出项目选择和具体支出比例方面具有一定的自由

裁量空间。但是这种权力下放是非制度化的，体现为

政治博弈的结果。贫困地区生态补偿的支付标准、地

方政府生态补偿转移支付配套资金取消，受到各地方

政府“哭穷”的直接影响；专项生态补偿资金的初步

整合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生态补偿自治能力的试

探，统一缺乏规范化、体系化的制度安排。然而正是

由于地方政府在执行层面的自由裁量空间，自上而下

环境政策的效果不彰，已成为学术界共识 [11]。统筹整

合自治尚无统一的标准，地方政府倾向于基于自身发

展利益实施生态补偿政策，如为迎合生态补偿考评指

标，资金投向主要集中于生态建设立项阶段，忽视后

期维护；或生态建设同时更注重经济高质量发展，生

态效益成为附属目标；地方政府（特别是贫困地区）

过度依赖于中央政府转移支付资金，思路依附于中

央，难有自下而上的改革创新，最终影响了贫困地区

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整体性效益。

归根结底，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转移支付立法

不完善的根源在于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转移支付的

非制度化，要改变这一状况，核心路径是贫困地区生

态综合补偿的法治化，明晰转移支付的法律地位。应

当极力打造这一“造血型”生态补偿制度，探索有利

于贫困缓解的法治理念，建设好主体理论制度，明确

支付主体和接受主体的权利义务，重构有利于综合补

偿的监管评价责任制度。

3 承继与创新：实现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的转
移支付法律机制

转移支付作为生态补偿的主要方式，自实施以来

效果显著，特别是在扶贫方面有明显成效。2016 年以

来，全国已累计安排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 167 亿元，

在贫困地区选聘 100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担任生态护

林员，至 2019 年 9 月，已完成《生态扶贫工作方案》

a  参见许正中 , 苑广睿 . 财政扶贫绩效与脱贫致富战略 [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4:150-152；张文彬，李国平 . 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转移支付动态激励效应分析 [J]. 中国人口 · 资源与环境，2015（10）：125-131；张跃胜 .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监管研
究 [J]. 中国经济问题，2015（6）：8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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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90% 以上任务 [12]。2020 年消除绝对贫困，但我国

的相对贫困仍将长期存在，而且即使是那些已经脱贫

摘帽的贫困县，因为资源禀赋较差或处于生态脆弱区，

与全国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依然明显 [13]。生态建设是

一个永恒的主题，对于那些脱贫摘帽的“欠发达区域”

仍有必要进行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倾斜性投入，推动其

绿色发展，增强自我发展能力。长远来看，其生态综

合补偿转移支付需要通过法制化建设提供长效机制。

3.1 以实现可持续的自我发展权为核心构建贫困地区

生态综合补偿转移支付法治体系

一般情况下，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正当性基于环

境资源价值理论、公共物品理论、正外部性理论和可

持续发展观。此观念下，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更重视生

态要素功能补偿，而忽视“地区”利益。以“区域”

为考量尺度，学者提出了基于土地用途管制的行政补

偿、土地发展权及特别牺牲理论作为重点生态功能区

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正当性依据 [14]。这种观点视角

新颖，为区域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法治理念研究提供

新的思路。但这种观点与一般认识一样存在共通的盲

点，即重点在生态补偿的前期关注，忽视生态补偿后

期整体性生态效益实现。另外，“土地用途管制”向

“空间管制”转变更符合生态综合补偿的区域性特征。

为此，需要对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法治理念进行重

塑，以整体性思维指导该法治体系构建。实现可持续

的自我发展权正是这种整体思维。可持续的发展观不

仅是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一般理论，也贯穿生态补偿

整个过程，因其“突破发展就是‘经济增长’的单一

思路，易形成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新理念”[15]。自

我发展权理论以“地区”为权利主体，主张在经济增

长与生态保护之间应确立最佳变量和合理边界，通过

自己的行为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16]，这正是生

态补偿后期落实阶段所需要的。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

偿转移支付法制建设，不仅要在贫困地区生态补偿立

法中明确转移支付的重要法律地位，倾斜财政资金支

持，还需在生态补偿转移支付中注入绿色发展元素，

赋予其资金使用的自主权，允许资金适宜综合用于生

态保护和生态产业，提升其自我发展的能力。

3.2 夯实基础性财权，从权利激励视角实现贫困地区

生态综合补偿转移支付过程与结果的动态规制

现阶段，生态补偿转移支付重视“政策控制”，

通常与主体功能区规划、扶贫解困相联系，以“政

治任务”形式激励各部门积极落实，如要求发改委牵

头推动并制定支持评估政策等，自然资源、生态环

境、水利、农业农村、林草等部门进行业务指导，财

政部门通过转移支付提供资金支持并以目标手段加强

约束。“任务式”政策控制有利于推动地方政府严格

执行中央生态补偿政策 [17]，实现国家（中央政府）治

理，这种手段却忽视了地方政府的主动参与积极性，

因而带来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如各地区、各部门的

政策目标存有抵牾 a，各自专注在自己职权范围内行

事，影响整体性目标的实现 [18] 等。

保障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过程的参与性，需要具有

可操作性强的权利—义务规则。具体到生态转移支付

过程中，则主要需要赋予相关主体（中央政府、省级

政府、地方政府）以相应的权利，通过“权利激励”

主体自主参与，实现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目标。中央

政府的权利应主要在转移支付范围、支付结构、支付

标准等方面原则性规范的制定，以及转移支付申请的

审核、监督等；地方政府则应享有生态补偿转移支付

请求权、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申请复核权、支付标准调

整权、支出结构决定权、支付效益的监管权 b 等，促

进过程与结果的整体规制。

3.3 重建适应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的整体性监督考

核机制

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转移支付制度目标实现理

应以有效的监督考评机制为重要保证。以“地区”为

考核单元来看，需要重建适应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

的整体性监督考核机制。具体而言，考核的重点还是

应放在生态功能建设上，但同时应综合地区实际、扶

贫解困、历史遗留、客观性等因素。第一，将生态环

境质量改善指标与民生因素挂钩，建立综合性的生态

补偿考核体系。综合性的生态补偿考核体系可主要包

括四个方面，即功能性环境资源约束指标、生态文明

a  如作为生态综合补偿的重点责任单位的发展改革委，似乎更强调生态补偿与绿色发展、脱贫攻坚相结合；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
利、农业农村、林草等业务指导部门在职责范围内也会更关注自身领域生态补偿资金的支出；财政部门则更关注中央或地方财力实际
情况，适当控制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规模与数量，并强调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规范性。

b  如对于生态补偿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省级财政层面可以将中央下达的及省本级的各类生态补偿专项资金整合，建立“纵向转移支付生
态补偿专项资金”，用于生态提供区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与建设等。使用方式可由县级政府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提出项目投资计划，
由省级财政、市级财政会同有关部门对项目投资进行指导，审核和监督项目建设，并对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估，评估结
果作为后续年度安排资金的主要依据。参见郑雪梅 . 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探讨 [J]. 地方财政研究 ,2017(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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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评价指标、绿色发展评价指标和居民满意度。功能

性环境资源约束指标对应保障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

草原、湿地等生态功能的转移支付；生态文明建设评价

指标对应以“地区”为考核主体地方政府责任；绿色发

展评价指标反映生态综合补偿转移支付资金在经济发展

方面的贡献；居民满意度反映地区居民对生态环境的满

意程度和贫困人口是否获得实惠。第二，将静态考核与

动态考核相结合，静态考核侧重不同县级政府之间的横

向比较，动态考核则是通过对同一地区生态环境民生改

善指标历史数据的比较，分析其改进或退步的程度。

第三，引入第三方考核机构，避免考核过程中弄虚作

假、徇私枉法，保证考核结果的客观性。

4 结语

要落实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制

度，需要相关立法保障。首先，对有关纵向生态转移

支付立法进行调整和创新，原则上加强生态综合补偿

制度顶层设计，从单一要素补偿、分类补偿向综合性

补偿发展，由输血式补偿转变到造血式补偿，将财政

转移支付从按项目补助更多转向区域性综合补偿。其

次，探索和设计横向生态转移支付立法，针对转移支

付的资金来源与用途，建立政府间协调机制。最终，

形成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生态综合补偿转移支付法律

体系，并构建科学合理的监督评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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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Legal System of Ecological Comprehensive 
Compensation Transfer Payment in Poor Areas

XU Liyuan
(Law School,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32, China)

Abstract: The proposal of ecological comprehensive compensation shows that the focus of national attention o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hifts from the source of funds to the effect of using funds. Among them, the transfer payment legal system is the main variable that affects 
the effect of ecological comprehensive compens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islation at both the central and local levels, the legislation 
on transfer payment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poor areas has shifted from maintaining fairness and justice to providing inclined 
compensation funds,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overall benefits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or “green development” and “green poverty 
reduction”. The problems are that the scope of the poverty-stricken areas concerned by the existing legislation is incomplete, the autonomy of 
the use of compensation funds is not fully exerted, and the overall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is not perfect. The reasons are that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tical thinking dilutes the attributes of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and the coverage 
is difficult to popularize; different interest demands have created constraints on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transfer payment system in the 
poverty-stricken areas; the deregulation of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affects the overall benefits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transfer 
payment in the poor area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legal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cological comprehensive compensation transfer 
payment in impoverished areas, clarify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transfer payment of ecological comprehensive compensation in poor areas 
and consolidate the basic financial rights, and the same time rebuild the appropriate overall assessment mechanism.
Keywords: ecological comprehensive compensation; poor areas; transfer payment law; sustainable self-development right; right incen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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